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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样设计是获取土壤空间分布信息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土壤制图的精度。目前常用的

采样设计方法大多存在着设计样本量大、采样效率不高的问题。当可投入资源难以完成一次性大量采样时，

采样往往需要多次、分批进行。然而现有分批采样方法多考虑各批采样点在地理空间的互补性，可能造成

样本点在属性空间的重叠，影响采样资源的高效利用。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与土壤在空间分布具有协同

变化的环境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寻找可代表土壤性状空间分布的不同等级类型的代表性样点，建立一套基

于代表性等级的采样设计方法。将该采样方法应用于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县鹤山农场的研究区，利用所采集

的不同代表性等级的样点进行数字土壤制图并进行验证，探讨采样方案与数字土壤制图精度的关系，以评

价本文所提出的采样方法。结果表明，通过代表性等级最高的少量样点可获取研究区的大部分主要土壤类

型（中国土壤系统分类的亚类级别），且制图精度较高；随着代表性等级较低样点的加入，土壤图精度提高；

但当样点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土壤图的精度变化不大。因此，与样点数相比，样点的代表性高低对制图精

度的影响更大。该方法所提出的代表性等级可以为样点采集顺序提供参考，有助于设计高效的逐步采样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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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资源及其空间分布的准确认识，是充分、合理、持久地利用土壤资源的基础。从

19 世纪末俄罗斯自然地理学家 Dokuchaeiv 应用地理综合法对尼日格勒省黑钙土的调查开

始，土壤调查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1-2]。由于不可能测得区域内所有位置的土壤性状（类

型或属性），采样调查便成为获取土壤信息及其空间分布的基本方法。采样设计直接影响到

利用样点进行土壤制图的精度，因而成为土壤采样调查中的关键环节[3-9]。 

目前，常用于土壤性状空间分布推测制图的采样方法包括：经典采样方法和空间采样方

法。经典采样，如随机采样、系统采样等，简单易行、应用广泛，但通常需要大量样点才能

全面准确地获取土壤性状的空间分布特征[10-11]。由于野外采样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时间，因而，这种方法效率低、成本高。空间采样方法是在地统计学的支持下，考虑区域土

壤的空间自相关特性来设计采样样点[12-16]。这类方法常依赖于需大量样本才能建立的空间变

差函数（variogram），Webster 和 Oliver
[17]的研究表明：需要 100~150 个样点才能建立有效

的变差函数。Stein 等[18]的研究表明，随着样本数减少，普通克立格法对土壤水分的预测精

度显著降低。此外，变差函数的建立需满足两个假设：二阶平稳假设和本征假设。这两个假

设在复杂的实际野外条件下很难得到满足。 

近年来，数据获取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推测土壤性状的空间分布提供了越来越

多的辅助环境数据（ancillary data，也称 secondary information），例如遥感影像、高精度数

字高程模型（DEM）及衍生出的一系列地形属性等[19]。研究者们开始利用环境数据来辅助

空间采样设计。Minasny 和 McBratney
[20]运用拉丁超立方方法将样点均匀布设于土壤环境因

子的参数空间，通过全面覆盖参数空间获取土壤的空间分布特征。该方法设计的样本量较大，

增加了野外采样的成本。Minasny 等[21]采用变差四分法根据环境因子参数空间的变化程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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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样点，在环境因子参数变化剧烈的地区设计样点数量多，反之则设计样点数量少。然而

该方法所设计的样本也通常较多，因此其采样成本较高。 

受可投入资源（包括人力、物力）的限制，一次性采集满足较高精度土壤制图所需的样

本数量通常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对于大尺度的土壤调查而言，采样往往需要多次、分批、逐

步进行。现有的分批采样多考虑各批采样点在地理空间的互补性，但可能造成样本点在属性

空间的重叠，因而造成采样资源的浪费。目前，关于分批逐步采样设计方法的研究还非常有

限。 

土壤在空间的分布往往是连续变化的，由一种典型土壤类型逐渐变化到另一种典型土壤

类型，因而在空间中存在着可代表土壤性状变化的代表性样点。这些代表性样点可根据土壤

性状变化类型的差异进一步分为代表土壤性状全局变化和局域变化的样点。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一种基于代表性等级的采样方法，旨在寻找可代表土壤性状不同等级（尺度）变化的样

点，同时，代表性等级可指示样点采集的优先级顺序，为分批逐步采样的统筹规划提供所需

的重要信息。本研究拟以土壤类型为例，设计可代表土壤类型空间变化的不同代表性等级的

样点，并利用所得代表性样点进行土壤制图进而对本研究所提采样方法进行评价。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 

研究区位于中国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鹤山农场老莱河流域，面积约为 60.2 km
2。该区

处于寒温带季风草甸草原区，冬季漫长而干冷，夏季短促而湿润，年降水量 400~550 mm。

最大高程为 366 m，高差约为 100 m，地形起伏平缓。该区的地貌主要是不同程度切割的山

前洪积台地及冲积湖积平原。整个研究区的母质基本上一致，多为黄土状亚粘土和重壤土物

质。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结果，按土壤发生学分类，本区的主要土壤类型为黑土与草甸

土[22]。原生植被为疏林草甸、灌丛草甸和杂类草草甸，但近四十年多被开垦为农田，主要

农作物是大豆和玉米，人类活动剧烈。 

1.2 研究方法 

基于土壤景观模型理论，土壤在空间分布的类型对应了多种环境因子在一定属性范围内

的组合，将其称之为环境因子组合，因而可通过环境因子组合来间接代表在空间分布的不同

土壤类型。本文所提出的采样设计方法的基本思路为：通过对土壤协同环境因子采用模糊聚

类的方法可以获得环境因子组合，随着聚类数逐渐增大，所得环境因子组合也逐渐增多、细

化；假设不同聚类数下环境因子组合可反映随尺度不同而变化的土壤类型，即可通过多个聚

类数下的环境因子组合结果设计不同代表性等级的样点。以下是具体方法： 

（1）选择并获取土壤协同环境因子。研究区母质及植被基本一致，最大海拔高差小于

100m，高程对土壤分布的影响不大，因此，选择坡度、沿等高线曲率（Planform curvature）、

沿剖面曲率（Profile curvature）[23]及地形湿度指数（Topographic wetness index）四个环境因

子来体现该区土壤类型的空间分布差异。环境因子的空间变化信息通过数字地形分析方法获

取。研究区的数字地形 DEM 数据是以 1:10 000 地形图为基本输入，采用 ARC/Info 软件平

台下的 TopoGrid 和 TINLATTICE 相结合的方法生成[24]。根据本研究土壤制图的尺度（流域

尺度）要求并结合地形图的比例尺，选择 10m 分辨率作为研究区 DEM 的格网大小，并计算

坡度、沿等高线曲率、沿剖面曲率及地形湿度指数[24-25]。 

（2）获取环境因子组合。采用模糊 c 均值聚类方法（Fuzzy c-means clustering）[26]对所

选四个环境因子进行模糊聚类。通过对该区野外考察可知，聚类数从 8 到 13 的所得环境因

子组合可体现该区不同尺度的土壤类型在空间的变化情况。因而，聚类数选择从 8 到 13，

所得聚类结果为环境因子组合的模糊隶属度分布图（如图 1a 所示）。对于某一环境因子组合

类，其模糊隶属度图中隶属度值高的区域被认为是该类环境因子组合的中心位置，可通过设



定隶属度阈值可确定环境因子组合的中心位置。在本研究区，隶属度阈值设定为 0.6（隶属

度取值范围为 0 到 1），即隶属度大于 0.6 以上的位置为类别中心区。如图 1b 所示，图中值

为 1 的像素代表该环境因子组合的中心位置。 

 

图 1 某环境因子组合模糊隶属度图（a）及其中心区图（b） 

Fig. 1 Fuzzy membership map (a) and typical positions map (b) of a certain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variates 

（3）确定代表性等级。将多个聚类数下的环境因子组合类的中心位置进行叠加，生成

环境因子组合中心位置的频率分布图（栅格格式，见图 2）。假设：环境因子组合中心位置

重合的次数越多，其对全局土壤类型的代表性就越高，在其上设计的样点就更容易获得研究

区土壤类型与环境之间的主要关系；反之，代表性等级也越低，主要代表了局域变化的土壤

类型，在其上设计的样点获得研究区土壤类型与环境之间的次要关系。因此，根据中心位置

出现的次数（频率）来确定代表性等级的高低，重叠次数最多的，代表性等级最高，代表性

等级随重叠次数依次降低。图 2 中频率值为 6 的位置代表有 6 个环境因子组合的中心位置出

现，代表性等级为 6，代表性等级最高，频率由 5 到 1 的代表性依次为 5 到 1。 

 

图 2 环境因子组合中心位置出现频率图 

Fig. 2 Frequency of typical positions of the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variates 

（4）样点设计。环境因子组合中心位置的频率分布图指示了每个像素上环境因子组合

中心位置出现的次数。对于同一代表性等级的像素而言，其环境因子组合中心位置出现的次

数相同，但环境因子组合类型可能不同，例如，像素（i，j）和（k，l）代表性等级同为 2，

但像素（i，j）出现的环境因子组合类型为聚为 8 类时的第 1 类环境因子组合和聚为 10 类

a b 



时的第 4 类环境因子组合，像素（k，l）出现的环境因子组合类型为聚为 9 类时的第 1 类环

境因子组合和聚为 10 类时的第 3 类环境因子组合。为了表达这种同一代表性等级下的不同

像素以进行采样设计，将每个像素上出现的环境因子组合以链的形式来表达，将其称之为环

境因子组合链。例如，像素（i，j）环境因子组合链的形式为 8Class1-10Class4。同种环境因

子组合链的像素构成了某一景观模式在空间上的典型位置，不同代表性等级体现了不同等级

的景观模式，每一代表性等级内因环境因子组合链的不同体现了不同的景观模式。 

根据各像素上出现的环境因子组合，得到研究区代表性从 6 到 1 的共 322 种不同的环境

因子组合链。当代表性较低的某种环境因子组合链中所出现的各聚类数下的环境因子组合与

代表性较高的某种或多种环境因子组合链相应聚类数下的环境因子组合完全相同时，可认为

该环境因子组合链不再具备对景观模式的指示作用，因为代表性较高的环境因子组合链包含

了其代表的景观模式。例如，代表性等级为 2、 ID 为 75 的环境因子组合链为

9Class7-13Class12，其出现的所有环境因子组合与代表性等级为 3、ID 为 26 的环境因子组

合链 8Class4-9Class7-13Class12 中的相应环境因子组合一致，即这两种环境因子组合链都包

含聚类数为 9 时的 Class7 和聚类数为 13 时的 Class12。对 ID 为 75 的环境因子组合链所对

应的景观模式采样所获得信息同样也可以代表 ID 为 26 的环境因子组合链所对应的景观模

式类。因此，对所有环境因子组合链进行挑选，剔除那些包含于较其代表性等级更高的环境

因子组合链中的环境因子组合链，最终可得到区域内可指示采样点设计的 35 种环境因子组

合链。如表 1 所示，代表性等级从 6 到 2。 

表 1 经剔除后的环境因子组合链表 

Table 1 Matrix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binations chains after screening 

代表性等级 

Representative grade  

环境因子组合链 ID 

Environmental 

combinations chain ID 

聚类数 Clustering number 数量 

8 9 10 11 12 13 Number 

环境因子组合类 

Environmental combination classes 
 

6 

18 1 2 5 1 11 6 

9 

21 5 5 2 6 10 3 

10 4 7 3 7 5 1 

30 2 9 9 4 6 5 

1 2 9 9 4 6 2 

2 7 8 10 8 7 7 

7 3 1 4 10 8 12 

13 6 4 8 2 4 4 

17 6 4 8 3 2 9 

5 

8 0 3 6 5 3 13 

7 

15 8 0 7 9 1 11 

20 8 3 6 5 0 13 

19 5 5 0 3 2 9 

9 8 3 6 0 1 13 

32 1 2 5 1 0 5 

3 7 8 10 0 12 7 

4 

12 3 1 4 0 0 8 

4 29 8 3 0 9 1 0 

22 6 6 0 2 0 4 



11 6 6 0 0 4 4 

3 

5 0 0 0 11 9 10 

12 

14 0 4 7 0 0 11 

28 0 0 0 8 7 8 

33 3 0 0 0 3 8 

26 4 7 0 0 0 12 

16 0 4 7 2 0 0 

31 1 0 0 0 6 5 

6 0 6 1 0 0 4 

4 0 0 7 9 12 0 

25 0 8 7 0 12 0 

27 3 0 0 0 7 8 

35 0 0 6 0 3 8 

2 

23 7 0 1 0 0 0 

3 24 0 0 0 2 12 0 

34 8 8 0 0 0 0 

注：每一聚类数对应列中的数字代表该聚类数下的环境因子组合类编号，例如聚类数为 8 对应的第一

行数字 1即代表聚类数为 8下的环境因子组合Class1，0代表该聚类数下的没有环境因子组合出现 Note: The 

digit in the column of each clustering represents the class ID of environmental combination under the 

corresponding clustering number, e.g. the first digit, 1, under Clustering 8 represents environmental combination 

Class1. The digit, 0, means that no environmental combination class occurs for the corresponding clustering 

number 

在环境因子组合链上设计样点还需另外两个指标：环境因子组合链的面积与环境因子组

合链的平均模糊隶属度。环境因子组合链的平均模糊隶属度是指该环境因子组合链包含的每

一聚类数下环境因子组合的模糊隶属度的平均值。该值代表了每一像素代表该链的典型性。

在得到上述指标之后，最终设计采样时按照下述原则：首先，按照代表性由高到低，先在代

表性等级高的环境因子组合链（景观模式）设计样点，再在代表性等级低的环境因子组合链

设计样点，所设计样点的代表性与其对应环境因子组合链的代表性等级相同。其次，对于同

一种代表性等级，按照环境因子组合链的面积大小排序，依次设计。若环境因子组合链像素

较少，即对应聚类数下的环境因子组合重叠面积较小，可认为该环境因子组合链代表性差，

不进行采样设计，在本案例中，少于 20 个像素的环境因子组合链不进行样点设计。最后，

每一环境因子组合链上根据其对应像素的平均隶属度值高低设计样点，隶属度值越高越有可

能被选择为样点，将研究区的地形图叠加，避开道路、居民点、水域等，确定最终的样点位

置，每一景观部位设计 3 个点。最终设计 66 个样点。通过实地野外调查，去除不可获得的

样点，共获得 48 个样点，如图 3 所示。 



 
图 3 实际获得样点图 

Fig. 3 Sampling point map actually obtained 

2 基于代表性样点的数字土壤制图及其精度评价 

采样方法效率的高低难以直接测定，本文利用所得代表性样点进行土壤制图并对土壤图

进行独立样点验证，以评价所提出的采样设计方法。 

2.1 数字土壤制图 

经野外实地调查，通过代表性等级为 6 的样点可以获得研究区 5 种主要土壤类型：暗沃

冷凉湿润雏形土、暗厚滞水湿润均腐土、普通简育湿润均腐土、普通简育－纤维有机滞水潜

育土和石质湿润新成土，本研究中的土壤类型以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作为土壤分类系统，亚类

作为基本单元；通过代表性等级为 5 的样点增加了一种土壤类型：普通冷凉湿润雏形土，并

且由代表性等级 6 和 5 的样点基本可以获得研究区的大部分土壤类型；通过代表性等级为 4

的样点没有增加新的土壤类型信息，但所对应的增加环境因子组合类链细化了景观模式，特

别是位于坡上的景观模式；通过代表性等级为 3 的样点增加了普通简育湿润均腐土另一个实

例（instance），即出现于不同环境状况下的同一土壤类型均可称之为该土壤类型的实例，至

此，得到了研究区的所有土壤类型（案例）。 

将代表性等级为 6 样点称为第 1 组样点，代表性等级为 6 和 5 的样点为第 2 组样点，代

表性等级为 6、5 和 4 的样点为第 3 组样点，代表性等级为 6、5、4 和 3 的样点为第 4 组样

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模拟分批采样，即代表性等级由 6 到 3 的样点分别为第 1 批到第 4

批采集的样点。分别利用 4 组样点获取土壤－环境关系知识并通过模糊隶属度曲线来定量化

这种土壤与环境关系的知识[24, 27]将环境因子数据和定量化的土壤-环境关系知识输入到土壤

景观推理模型（Soil-Landscape Inference Model, SoLIM）[28]，推测土壤类型在空间的分布，

生成 4 套土壤类型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土壤类型图：（a）为代表性等级 6 的样点所得，（b）为代表性等级 6 和 5 的样点所得；（c）为代

表性等级 6、5、4 所得；（d）为代表性等级 6、5、4 和 3 的样点所得 

Fig. 4 Soil maps: (a) using samples of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6; (b) using samples of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6 and 5; (c) using samples of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6, 5 and 4; (d) using samples of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6, 5, 4 and 3 

由图 4 可以看出：由代表性等级 6 样点所得土壤图（图 4a）到第二组样点（代表性等

级为 6 和 5 的样点）所得土壤图（图 4b）因增加了一种土壤类型而变化最大，而图 4b 到图

4c 以及图 4c 到图 4d 的变化主要是土壤类型在空间分布的细节变化。 

2.2 数字土壤制图的精度评价 

利用 50 个独立野外验证样点对土壤类型图的精度进行评价。验证点集通过系统采样（规

则采样）、横切线采样和主观采样三种方案获得（图 5）。系统采样以 0.6′×0.6′（纬度×经度）

为间隔分布（图 5 中圆形点），用以检验土壤图获取的土壤类型空间变化信息的整体情况。

横切线采样是在研究区中选择一条横穿山坡、沟谷的切线，沿着这条切线设计样点，使其在

较短的距离穿越主要的景观模式变化，共布设 10 个样点（图 5 中十字点），样点间的平均距

离为 100 m。主观采样是将样点主观布设在均匀采样和横切线采样没有布设到的景观部位

上，例如：山顶，河谷和陡坡位置，共 7 个样点（图 5 中五角星点）。 



 

图 5 验证点集 

Fig. 5 Validation point set 

经上述验证点集的验证，四套土壤图的总体精度见表 2。此处的样点数量为制图有效样

点数量，即包括去除获取土壤环境知识时解释为过渡类型的环境组合类链所对应的样点，及

解释类内纯度不等于 100%中不纯的样点。由表 2 看出，代表性等级为 6 的样点（12 个）可

以获得较高精度的土壤图，当样点数量由 12 增加到 20，总体精度有一个较大的提高，然后

由 20 个样点到 22 个样点总体精度提高较少，由 22 个样点到 35 个样点总体精度变化不大。

由此可以认为当增加的样点不能增加土壤制图有效的信息时，土壤制图的精度的提高不大。 

表 2采用不同代表性等级样点生成土壤图的总精度 

Table 2 Overall accuracies of soil maps based on sampling points of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代表性等级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样点数量 

Number of samples 

总精度 

Overall accuracy (%) 

6 12 62 

6, 5 20 70 

6, 5, 4 22 72 

6, 5, 4, 3 35 76 

3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土壤协同环境因子来设计可代表不同空间变化尺度的土壤类型的

代表性样点的采样方法，样点的代表性等级同时还可指示样点的采集顺序。将该采样方法应

用于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县鹤山农场的研究区，利用所采集的不同代表性等级的样点进行数字

土壤制图并进行验证，以评价本文所提出的采样方法。结果表明，通过代表性等级最高的少

量样点可获取研究区的大部分主要土壤类型，随着代表性等级较低样点的加入，再获得其他

土壤类型；同时，随着样点数量增加，土壤类型图精度提高，但当样点增加到一定数量，土

壤图的精度变化不大，由此也可验证，并非采集越多的样点就可以提高制图精度，样点的代

表性高低对制图精度的影响更大。 

本研究所提出的采样方法一方面可以克服现有采样设计方法的局限性，提高采样效率、

节约采样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为调查者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采样资源并进行统筹规划提供重要

的样点采集顺序信息，因而可作为现有采样方法的拓展。除了在本文中应用于土壤类型采样



设计中以外，该采样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地理要素的采样设计。 

尽管所提出的采样方法在本文案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然存在一些有待于进一步

探讨的方面，例如方法参数（如聚类数、确定环境因子组合中心位置的隶属度阈值）的选择、

方法敏感性研究以及该方法与经典采样或空间采样方法的对比等。本研究的后续工作将在这

些方面展开，同时将在较大面积的研究区应用以探讨该方法在大尺度地理要素调查中的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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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IL SAMPLING METHOD BASED ON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OF 

SAMPLING POINTS 

Yang Lin  Zhu A-xing  Qin Chengzhi  Li Baolin  Pei Tao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System,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ampling desig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capturing information abou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s, 

influences directly the accuracy of samples-based soil mapping. The commonly used methods are often confronted 

with such problems as the need for large amounts of samples and low sampling efficiency. When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are inadequate for accomplishing a large volume of sampling once for all, additional sampling has to be 

done many times and in batches. However, the present in-batches sampling methods mostly take into account 

supplementality of the batches of sampling points in geographic space, which lead to overlapping of the sampling 

points in attribute space, affecting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In view of this, clustering analysis of soil 

environmental co-variates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for sampling points representative of different grades of soil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o formulate a sampling designing method based on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This 

proposed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study area located in Heshan Farm, Nenjiang Coun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digital soil mapping was done using selected sampling points of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s for 

verification of the methods. Results show tha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sampling points of the highest grade could 

obtain most of the main soil types (sub-order in Chinese Soil Taxonomy) and soil mapping was high in accuracy; 

and addition of sampling points lower in representative grade could raise the accuracy of soil mapping; but the 



accuracy did not improve much when the number of sampling points added exceeded a certain level.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 of sampling points,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of the points was more important to 

accuracy of soil mapping. The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sequencing of sampling points and is contributive to formulation of high-efficiency stepwise sampling design.  

Key words  Sampling design; Representativeness grade; Fuzzy clustering; Digital soil mapping 


